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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寒民族地区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及影响因素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赵雪雁１，∗，李东泽１，２，李　 巍１，严江平１

１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２ 兰州城市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旅游业是当前高寒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辨明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精准制定旅游发展政

策。 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研究区，突出该区民族文化特征，建立了以文化整合、地方感、旅游机构信任、旅游事件依恋为自变量

的居民旅游支持度模型，并分析了影响该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关键因素。 结果表明：（１）藏族居民旅游支持度最高，回族次之，

汉族最低；牧民、僧侣、家庭主妇、学生、私营业主、公务员的旅游支持度呈递减趋势；“易地搬迁型”乡村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最

高，“民宿开发型”次之，“寺院景区门户型”社区居中，“寺院僧舍型”社区较低，“景区边缘型”社区最低。 （２）旅游收益感知对

居民旅游支持度产生积极影响，旅游成本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产生负向影响；居民对旅游机构的信任与居民对旅游事件依恋

均对旅游收益感知产生积极影响、对旅游成本感知产生负向影响，从而影响居民旅游支持度；文化整合与居民对旅游事件依恋

除对旅游支持度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增强旅游收益感知、降低旅游成本感知而对旅游支持度产生显著正向作用。

关键词：甘南藏族自治州；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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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 ２２ 届全体大会的贺词中

提出，旅游业是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产业之一，有望成为经济、社会、全球的变革力量［１］。 旅游地居民作为旅

游业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旅游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当地居民的支持，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是旅游可持

续发展的前提条件［２］。 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是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一种态度［３］，其建立在居民对当地旅

游影响感知基础之上。 深入了解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不仅有助于减少旅游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最
大限度的发挥积极影响，更有助于制定科学的旅游政策，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４］。

国外已在旅游支持度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发现其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 目前，已提出了社会交换理

论［５］、社会距离理论［６］、社会表征理论［７］、跨文化整合理论［８］、亲密关系理论［９］和交往假设理论［１０］ 等。 其中，
Ｒｏｂｉｎ Ｎｕｎｋｏｏ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了以旅游机构信任、影响旅游发展的权力、邻里条件、旅游收益感知、总
体满意度、旅游成本感知、旅游支持为结构变量的社区旅游支持概念模型［１１］。 此后，他又基于社会交换理论

和身份理论，构建了居民个体尺度的旅游支持模型，强调自我认同在支持行为研究中的价值，提出居民基于资

源的职业认同、环境认同和性别认同直接影响其支持行为［１２］。 Ｓｅｄｉｇｈｅｈ Ｍｏｇｈａｖｖｅｍｉ 等则基于情感团结理论

构建了由欢迎大自然、情感亲密、理解同情、社区承诺、开放经验、宜人、个性、态度、支持度等结构因子构成的

旅游支持概念模型［１３］。 Ｃｈｉ 等通过引入旅游事件依恋拓展了居民地方感的构成维度，该研究表明旅游事件依

恋是影响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因素之一［１４］。 总体来看，国外学界构建旅游支持度概念模型时，在社会交换理论

的基础上，引入了接触假设理论、身份理论，关注居民个性、情感团结、旅游事件依恋以及社区承诺、身份、态度

等因素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注重不同群体旅游支持的差异化，强调居民个体差异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
目前国内学者也对旅游支持度开展了一些研究。 首先，借鉴了社会交换理论作为分析旅游支持度的理论

基础［１５］；其次，国内旅游支持度研究常见的中介变量有“旅游获益与成本感知”、“环境态度” ［１６］；第三，结构

变量多选择地方感、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的信任［１７］、旅游发展期望［１８］、人际关系、人地关系［１９］ 为

影响旅游支持度的关键因素；在研究区域方面，也有学者研究了少数民族村寨旅游支持度，许晓宸以九寨沟为

研究区，构建了居民地方感、旅游发展期望、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

结构变量的民族村寨居民旅游发展支持度理论模型［１８］；李秋成以黔东南民族村寨为研究区，从人际关系、人
地关系两个维度探讨了旅游地社区内部关系要素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度的影响［１９］。 与此同时，国内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还讨论了居民旅游观念、社区参与对旅游发展的影响［２０］。 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急剧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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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在经济、政治、观念和环境等方面的现代性变迁，加剧了少数民族旅游社区传统与现代化的互动［２１］，影响

了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２２］。 已有研究也提出，文化整合策略是移民和少数族群使用最多的文化适应策略，其
次是分离、同化和边缘化［２３］。 具体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研究方面，学者们在厘清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资

源，辨清开发策略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旅游对该区社会文化影响，梁旺兵等研究认为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族居民

对旅游业带来的文化侵略、环境破坏等感知更深［２４］。 此外，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发展过程伴随着以藏传佛教

信仰为特征的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互动。 对藏族居民而言，其与外来文化的互动特征主要体现在其主

动、积极的“整合”功能，文化整合是甘南高原居民应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适应策略。
因此，从民族村寨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因子来看，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研究尚未关注

“文化整合”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也未讨论旅游事件依恋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 与国外旅游支持度研究相

比，国内研究对民族村寨居民个体及群体差异、文化整合、旅游事件依恋与旅游支持度的关系有进一步拓展的

空间。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典型的高寒民族地区，兼具深度贫困区与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特征。 该区海拔高、气候

阴冷，居民以藏族为主，畜牧业是其主要生计方式。 因此，该区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相比具有特殊性。 当前，
旅游业已成为促进该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从居民个体出发研究该区居民旅游支持度具有现实意义，特别

是突出该区民族文化与旅游互动特征、个体对旅游事件依恋方面有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 鉴于此，本文以

信任、文化整合、地方感、旅游事件依恋为自变量，以旅游成本、收益感知为中介变量，建立分析高寒民族地区

居民旅游支持度的结构方程模型，力图辨明该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高寒民族地

区制定可持续的旅游发展政策提供借鉴。

１　 研究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甘肃省西南部，是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带。 海拔 １２００—４８００
ｍ，该区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５４．２％。 境内旅游资源丰富，草原生态、宗教

文化资源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主要的旅游资源。 近年来该区旅游业发展迅速，传统草原观光旅游、宗教寺院观

光旅游逐渐向牧场生活度假旅游、宗教文化研学旅游转型升级，旅游业已成为引导该区产业转型与升级发展

的主导力量。 十二五以来，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２０１１ 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２４３．９ 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 ９．５６ 亿元；２０１７ 年，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人数达到 １１００ 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５０ 亿元，与 ２０１１
年相比分别增长 ３５１％、４２３％。

为了更好地分析甘南高原居民旅游支持度，特选取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镇、碌曲县郎木寺镇为

典型案例区，如图 １ 所示。 主要考虑有：（１）发展阶段较为同步。 拉卜楞镇和郎木寺镇均是甘南州旅游开发

最早的景点，目前均为国家 ４Ａ 级旅游景区，因此发展阶段较为同步，都是受旅游发展影响较为深刻的区域。
其中，夏河县拉卜楞镇的拉卜楞寺是我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保留有全国最好的藏传佛教教学体

系，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拉卜楞寺于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正式对外开放旅游，是甘南藏族自治州改革开放以来

最早开放的宗教寺院型景区；碌曲县郎木寺镇是国外旅游者青睐的藏乡旅游目的地，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

较早开展藏乡生活旅居体验的目的地之一，旅游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服务业态起步较早，且类型丰富。
（２）社区类型比较丰富。 夏河县拉卜楞镇以拉卜楞寺景区为核心，调查社区包括扎西奇街、塔哇、拉卜楞寺、
河南社区。 其中，塔哇、扎西奇街位于拉卜楞寺东入口，属于“寺院景区门户型”社区；拉卜楞寺社区位于寺院

内部，由寺院僧众居住，属于“寺院僧舍型”社区；河南社区位于县城大夏河南岸，距离拉卜楞寺、扎西奇街较

远，属于“景区边缘型”社区。 碌曲县郎木寺镇以藏乡风情小镇为特色，属于乡村旅游目的地，调查社区包括

吉科河、加科、卡哇，其中吉科河社区于 ２０１４ 年整体搬迁至郎木寺镇区北侧、白龙江南岸，该社区属于“整村搬

迁”型社区；加科、卡哇社区位于郎木寺寺院南侧、白龙江北岸，是郎木寺寺院区与郎木寺镇商业街过渡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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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民宿开发型”乡村社区。

图 １　 研究区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

基于已有文献，结合案例区的实际情况及相关专家的建议，设计了高寒民族地区居民旅游支持度测量量

表。 本文所有测量项目均来自现有文献，邀请了旅游专家和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对初始测量项目内容的有效

性进行了评估，改进了测量项目的准确性，删除了部分冗余问项。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４ 日对拉卜楞镇、郎木寺

镇进行了预调查，并在两个镇分别选择 ５ 户居民进行了深度访谈。 在预调查的基础上，修改完善了居民旅游

支持度测量量表。 其中，“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分为“旅游获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两个维度，每个维

度分别从“经济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文化影响感知”三个方面进行了测量；“居民对旅游机构的

信任”分为“对政府管理机构的信任”“宗教寺院的信任”“旅游公司的信任”三个维度，分别测量了研究区居

民对县政府、旅游局、村委会、寺管会、旅游公司的信任度；“文化整合”测量采用了 Ｈｕｙｎｈ 的“双文化认同整合

量表（第二版）”的方法 ［２５］；“地方感”通过“地方依恋”“地方依赖”两个维度测量；“居民对旅游事件的依恋”
分为“事件认同” “事件依赖”两个维度；“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参考了包亚芳［１６］、汪德根［１７］ 等学者的测量

方法。
研究团队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７ 日对夏河县拉卜楞镇中心镇区社区居民、碌曲县郎木寺镇中心镇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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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行正式调查。 调查中，采取随机抽样法选择调查样本，调查 ３６０ 位居民，回收问卷 ３５０ 份，有效问卷 ３４３
份，问卷回收率为 ９７．２％，问卷有效率为 ９５．３％，受访居民特征如表 １ 所示。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１）调查对象

的人口统计学特征；（２）居民对旅游机构的信任、文化整合、对旅游事件的依恋、地方感、旅游收益感知、旅游

成本感知、旅游支持度。
受访居民以本地长期住户为主，受访者以公务员、私营业主、牧民、僧侣为主；男性受访者比例高于女性受

访者，占受访者人数的 ６９．１％；汉族、藏族、回族受访者分别占受访者的 ２７．２％、５９．１％、１３．７％；受访者受教育水

平以初中及以下居多，占 ４２．９％。 月平均收入水平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元的占受访者总数的 ５３．９％。 与《甘南统计年

鉴 ２０１７》对比发现，本次受访样本可以反映研究区居民的基本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１　 受访居民的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类别 频数（Ｎ＝ ３４３） 百分比 类别 频数（Ｎ＝ ３４３） 百分比

性别 职业

男 ２３７ ６９．１ 公务员 ８２ ２４．０

女 １０６ ３０．９ 私营业主 ７９ ２３．１

年龄 牧民 ６９ ２０．２

１８ 岁以下 １０ ２．９ 僧侣 ４７ １３．７

１８—４４ 岁 ７３ ７９．３ 学生 ３０ ８．８

４５—６４ 岁 ５５ １６．１ 家庭主妇 ２０ ５．８

６５ 岁以上 ６ １．７ 其他 １５ ４．４

民族 平均月收入

汉族 ９３ ２７．２ 千元以下 ４３ １２．５

藏族 ２０２ ５９．１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元 １８５ ５３．９

回族 ４７ １３．７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元 ８４ ２４．５

教育水平 ５０００ 元以上 ３１ ９．１

初中及以下 １４７ ４２．９ 居住时间

高中或中专 ６３ １８．４ ５ 年及以下 ２３ ６．７

大专 ６６ １９．２ ６—３５ 年 ２５５ ７４．３

本科 ６４ １８．７ ３５ 年以上 ６５ １９．０

硕士 ３ ０．９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研究假设

由社会交换理论（ＳＥＴ）可知，居民的旅游支持行为是基于旅游影响的判断、权衡而做出的“有利”选择，
即居民对旅游活动的收益感知超过预期成本时，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活动。

（１）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旅游影响研究多运用社会交换理论（ＳＥＴ）解释居民态度对各种旅游开发的作用。 基于互惠原则，ＳＥＴ 认

为个人参与交换的意愿是整体评估的基础［２６］。 已有研究显示，由于旅游业不仅可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

入，还可增加社区娱乐设施，丰富社区结构、文化价值，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增强居民旅游收益感

知，增加旅游支持度。 然而，旅游发展也增加了生活成本，带来了交通拥堵、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扩大居

民的旅游成本感知，从而降低旅游支持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居民的旅游收益感知对旅游支持度产生正向影响。
Ｈ２：居民的旅游成本感知对旅游支持度产生负向影响。
（２）居民对旅游机构信任度

信任是 ＳＥＴ 概念的核心，是不同参与者进行社会交流的基础。 旅游学者已经将信任纳入解释居民对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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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发展态度的研究，并将其视为预测居民态度的有效工具［２７］。 居民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增加了他们对交换过

程的信心，并激发了他们参与交换的意愿［２８］。 对旅游机构高度信任的居民更有可能相信当地旅游机构组织

的旅游活动会使他们获得最大利益，从而支持旅游活动。 相反，对旅游机构信任度较低的居民往往怀疑当地

旅游机构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减少旅游事件对当地社区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此，缺乏对旅游机构的信任迫使居

民更加关注事件的可能负面影响，并降低其旅游支持意愿［２９］。 Ｇｕｒｓｏｙ 等通过旅游影响调查了居民的旅游机

构信任度对其旅游支持度的影响［３０］，也得出了同样结果。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居民的旅游机构信任度对旅游活动的支持产生积极影响。
Ｈ４：居民的旅游机构信任度对旅游收益产生正向影响。
Ｈ５：居民的旅游机构信任度对旅游成本产生负向影响。
（３）居民对外来文化的整合

文化整合是当地居民主动调适自身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相适应的过程。 旅游活动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

供了面对面跨文化接触的场景，一般而言当地居民会对本地传统文化产生较强的“留恋”情感，并在传统文化

与外来文化之间做出调整［３１］。 通过文化整合既保留原有文化记忆又符合旅游商业发展趋势及游客需求，促
进了当地的旅游发展，使居民旅游收入增加，但同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应。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６：居民的文化整合对旅游活动的支持产生积极影响。
Ｈ７：居民的文化整合正面影响旅游收益感知。
Ｈ８：居民的文化整合负面影响旅游成本感知。
（４）居民地方感

旅游地居民地方感即居民对社区认知和情感联结方式差异决定了居民个体不同的旅游发展态度和感知。
根据许振晓等人研究成果［１８］，提出以下假设：

Ｈ９：居民地方感正面影响旅游获益感知。
Ｈ１０：居民地方感负面影响旅游成本感知。
Ｈ１１：居民地方感对旅游支持度产生积极影响。
（５）居民对旅游事件的依恋

已有研究从环境心理学角度讨论了地方依恋或社区依恋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 Ｃｈｅｎ 指出居民的社

区依恋是他们对潜在旅游影响的重要预测因素［３１］。 Ｇｕ 和 Ｒｙａｎ 则发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看法与他们地方依

恋之间存在自我强化关系［３２］。 国内学者对地方感、地方依恋与旅游支持度的关系已开展了大量研究，目前把

“依恋”由“地方”扩展至“事件”，探索“旅游事件依恋”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且已

有研究显示，居民对旅游事件的依恋激励着他们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旅游活动［３３］。 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季

节性显著，旅游活动集中在每年 ６ 月至 ９ 月，季节性约束加强了居民对过往旅游事件的回忆以及对来年旅游

事件的期望，这种期望既涉及旅游经济活动，也涉及到旅游活动带来的文化信息交流［３１］。 因此，该地区居民

对旅游事件有较强的“依恋心理”，从而对该地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及其支持度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此，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２：居民对旅游事件的依恋会积极影响其对旅游活动的支持。
Ｈ１３：居民对旅游事件的依恋会积极影响其旅游收益感知。
Ｈ１４：居民对旅游事件的依恋会负面影响其旅游成本感知。
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了以下概念框架，本文共设置了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对旅游事件的依恋、文化整合、地

方感、旅游获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旅游支持度这 ６ 个潜变量。 在这 ６ 个变量中，我们根据前文所做的研究

假设，将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对旅游事件的依恋、文化整合、地方感作为外生潜在变量，将旅游获益感知、旅游

成本感知、旅游支持度作为内生显变量，选取收入水平、年龄、民族作为控制变量，如图 ２ 所示。
１．３．２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分组，以便对不同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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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假设模型

Ｆｉｇ．２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分别对自变量、旅游获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旅游支持度量表进行 ＫＭＯ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所有量表 ＫＭＯ 均大于 ０．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值显著（Ｓｉｇ．＜０．００１），表明问卷数据符合因

子分析的前提要求。 因此进一步进行分析，因子提取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并以特征根大于 １ 为因子提取

公因子，因子旋转时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分别对各量表进行因素分析。 每个因子分析结果共得到 ３ 个因

素，自变量量表总解释能力为 ６８．８８９％，旅游获益感知量表总解释能力为 ６７．８８３％，旅游成本感知量表总解释

能力为 ６３．８０２％，旅游支持度量表总解释能力为 ７１．２３３％，各量表解释能力均大于 ５０％，表明各量表筛选出来

的 ３ 个因素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各个测量题项的最大因素负荷量均大于 ０．５，且交叉载荷均小于 ０．４，每个题项

均落到对应的因素中，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１．３．３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中每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均大于 ０．７，因此表明各个维度均具有良好的信度。 同时本研究

采用较严谨的 ＡＶＥ 法对区别效度进行评估，各因素 ＡＶＥ 开根号均大于对角线外的标准化相关系数，因此本

研究仍具有区别效度。
１．３．４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利用第二组调查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满足了利用不同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考察潜

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要求。 其中，自变量共有三个维度，分别为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对旅游活动的依恋、文化

整合，共包含 １７ 个测量题目；地方感共有 ２ 个维度，分别为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共包含 ８ 个测量题目；旅游获

益感知共有三个次级维度，分别为经济影响获益感知、环境影响获益感知、社会文化影响获益感知，共包含 １９
个测量题目；旅游成本感知共有三个次级维度，分别为经济影响成本感知、环境影响成本感知、社会文化影响

成本感知，共包含 ２５ 个测量题目；旅游支持度共有 ９ 个测量题项。 分别执行验证性分析可知各拟合指标

ＣＭＩＮ ／ ＤＦ 均小于 ３ 以下标准，ＧＦＩ、ＡＧＦＩ、ＮＦＩ、ＴＬＩ、ＩＦＩ、ＣＦＩ 均达到 ０．９ 以上的标准，ＲＭＳＥＡ 均小于 ０．０８，各个

拟合指标均符合一般的研究标准，因此各模型均拥有较好的适配度。
１．３．５　 模型分析

本文将概念模型和若干研究假设以及初始模型构建中的相关注意事项相结合，构建出如图 ３ 所示的分析

模型，以便为进一步的实证验证奠定基础。 利用 ＡＭＯＳ２３．０ 执行计算，得到图 ３。
１．３．６　 路径分析

为辨明影响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关键因素及这些因素的作用路径，本文运用路径分析法，在 ＡＭＯＳ ２０．０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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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模型分析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境下，通过构建路径图以及计算效应值（包括总体效应、直接效应以及间接效应）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作用效

果。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各自只有一个观察变量的潜在变量间的结构模型，即为路径分析，它用来检验假设因

果模型的准确度和可靠度、测量变量间因果关系强弱，可以容纳多环节的因果结构并利用路径图将其表示出

来。 其基本表达式为［３４］：
η ＝ Ｂη ＋ Γξ ＋ ζ

其中，ξ 为外生变量矩阵；η 为内生变量矩阵；Ｂ 为结构系数矩阵，表示内生变量矩阵 η 的组成因素之间的影

响；Γ 为结构系数矩阵，表示外生变量矩阵 ξ 对内生变量矩阵 η 的影响；ζ 为残差矩阵，表示未被解释部分。

２　 居民的旅游支持度

２．１　 不同民族居民的旅游支持度

采用方差分析，以及 ＬＳＤ 事后检验发现不同民族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藏族居民旅游

支持度最高，为 ４．１９５；回族次之，为 ３．９６１；汉族最低，其旅游支持度仅为 ３．４８９，如图 ４ 所示。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藏族居民旅游经济收益最高、回族次之、汉族最低，从而使其旅游支持度发生分异。

在访谈过程中发现，虽然藏族群众感受到旅游活动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但是当问到“在‘保持文化传统’和
‘发展旅游经济，提高自身收入’方面更倾向于哪种？”时，大部分受访群众均表示“更倾向于发展旅游，增加收

入”，说明居民旅游收入感知与文化影响感知相比，前者对支持度的影响更大，也反映出现阶段高寒民族地区

居民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藏族居民从事旅游经营的人数高于回族居民和汉族居民，且藏族居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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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态主要以藏式餐厅、酒店、旅游纪念品、藏族日用品为主；回族居民经营业态主要以清真餐饮、小吃、特
色牛羊肉制品为主；而汉族居民大部分通过劳务雇佣的间接方式获取经济收益。 此外，藏族居民均集中居住

在核心旅游资源周边，其中，拉卜楞镇藏族居民以扎西奇街两侧街区为聚居区，郎木寺镇藏族居民以寺院南侧

社区、省道 ３１３ 沿线为主，这些藏族居民聚居区均是游客旅游活动的集中区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藏族

居民的旅游收益。
２．２　 不同职业居民的旅游支持度

采用方差分析，以及 ＬＳＤ 事后检验发现不同职业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牧民的旅游支

持度为 ４．６３２，僧侣的旅游支持度为 ４．２７３，家庭主妇的旅游支持度为 ３．９６８，学生的旅游支持度为 ３．９２７，私营

业主的旅游支持度为 ３．８１９，公务员的旅游支持度为 ３．５４４。 因此，牧民、僧侣、家庭主妇、学生、私营业主、公务

员的旅游支持度呈递减趋势，如图 ４ 所示。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同群体的旅游经济收益、社会文化整合等存在差异，从而使其旅游支持度发生分

异。 调研发现，牧民通过牧家乐、旅游住宿、旅游餐饮、马队体验等旅游活动直接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增加了家

庭收入。 从而使其旅游收益最强，对旅游活动的支持度也最高；大部分僧侣认为旅游活动有助于增进大众对

藏传佛教的认识和对佛教教义的理解［３５］，从而使其具有较高的旅游社会文化收益，旅游支持度较高；家庭主

妇认为旅游活动为她们提供了接触外界、发挥自身特长、提高自己能力的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传

统家庭角色和社会地位［３６］，从而使其具有较高的旅游文化收益，旅游支持度也较高。
２．３　 不同社区居民的旅游支持度

采用方差分析，以及 ＬＳＤ 事后检验发现不同社区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存在显著差异，如图 ４ 所示。 其中，
吉科河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为 ４．９６６，加科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为 ４．５６１，卡哇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为 ４．４３９，
塔哇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为 ４．１０３，扎西奇街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为 ３．７７８，拉卜楞寺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为

３．６２１，下人民街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为 ３．４２８，上人民街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为 ３．４１９，河南社区居民旅游支

持度为 ２．８４７。 根据不同社区类型，可以发现“易地搬迁型”乡村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最高，“民宿开发型”次
之，“寺院景区门户型”社区居中，“寺院僧舍型”社区较低，“景区边缘型”社区最低。

究其原因，“易地搬迁型”吉科河社区于 ２０１４ 年由郎木寺镇区西北角 ３ 公里外高山地带整体搬迁至郎木

寺镇区北侧，白龙江南岸地段，原有村落旧址统一发展以藏乡民宿体验为主的旅游度假区。 因此整体搬迁至

郎木寺镇区后，吉科河社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生活更为便利，为从事旅游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
大部分居民认为旅游发展不仅促使易地搬迁项目成功实施，而且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该社区居民的旅游获益

感知最为强烈，旅游支持度也最高。 加科、卡哇社区位于郎木寺寺院区与郎木寺镇商业街之间，该区居民积极

适应郎木寺镇旅游发展趋势，利用原有院落改造、兴建了家庭宾馆和旅游客栈等接待设施，改变了单纯依赖放

牧的传统生计方式，增加了经济收入。 因此，该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收益较好，也表现出较高的旅游支持度。
塔哇、扎西奇街社区位于拉卜楞寺院东侧，是拉卜楞镇旅游接待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旅游餐饮、住宿、购物活

动集中。 因此，该社区居民同样有较好的旅游经济收益，旅游支持度也处于较高水平。 拉卜楞寺社区居民由

拉卜楞寺院僧众构成，僧众的旅游社会文化收益促使其对旅游表现出开放包容的态度。 同时，旅游活动对拉

卜楞寺僧众正常宗教、学习活动造成一定干扰，影响了僧众对旅游活动的积极态度。 因此，与旅游经济收益较

高的社区相比较，拉卜楞寺社区居民的旅游支持度较低。 河南社区位于拉卜楞镇南部，大夏河以南，距离拉卜

楞寺院、扎西奇街较远，不利于开发旅游接待设施，该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收益较少，同时还要承担因旅游活

动带来的物价上涨、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 因此，该社区居民的旅游支持度最低。

３　 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因素

３．１　 模型拟合度检验

从下表可知 ＣＭＩＮ ／ ＤＦ 为 ２．０６０，小于 ３ 以下标准， ＧＦＩ、ＡＧＦＩ、ＮＦＩ、ＴＬＩ、ＩＦＩ、ＣＦＩ 均达到 ０．９ 以上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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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高寒民族地区不同类型居民旅游支持度的箱线图

Ｆｉｇ．４　 Ｂｏｘ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ｌ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

ＲＭＳＥＡ 为 ０．０３９，小于 ０．０８，各个拟合指标均符合一般的研究标准，因此可以认为该模型由不错的配适度。

表 ２　 模型拟合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ｄｅｌ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拟合指标 ＣＭＩＮ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Ｎ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判断标准 ＜３ ＜０．０８ ＞０．９ ＞０．８ ＞０．９ ＞０．９ ＞０．９ ＞０．９

模型结果 ２．０６０ ０．０３９ ０．９１２ ０．８９９ ０．９３１ ０．９６３ ０．９６０ ０．９６３

结论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３．２　 假设检验

由下表可以得到，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对旅游获益感知（β ＝ ０．２９５，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成立；
文化整合对旅游获益感知（β＝ ０．２２７，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成立；对旅游活动的依恋对旅游获益感

知（β＝ ０．２５，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成立；地方感对旅游获益感知（β ＝ ０．１８４，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假设成立。
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对旅游成本感知（β＝ －０．２８３，Ｐ＜０．０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假设成立；文化整合对旅游

成本感知（β＝ －０．２６，Ｐ＜０．０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假设成立；对旅游活动的依恋对旅游成本感知（β ＝ －０．２６，
Ｐ＜０．０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假设成立；地方感对旅游成本感知（β＝ －０．１４３，Ｐ＞０．０５）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假
设不成立。

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对旅游支持度（β＝ ０．１５２，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成立；文化整合对旅游支持

度（β＝ ０．２２，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成立；对旅游活动的依恋对旅游支持度（β ＝ ０．２０２，Ｐ＜０．０５）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假设成立；地方感对旅游支持度（β＝ ０．１７６，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成立。
旅游获益感知对旅游支持度（β＝ ０．２５７，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成立；旅游成本感知对旅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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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β＝ －０．２０１，Ｐ＜０．０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假设成立。

表 ３　 路径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路径
标准化
系数

非标准
化系数

Ｓ．Ｅ． Ｃ．Ｒ． Ｐ 假设

旅游获益感知 ＜－－－ 对旅游机构的信任 ０．２９５ ０．２０８ ０．０３４ ６．０５６ ∗∗∗ 成立

游获益感知 ＜－－－ 文化整合 ０．２２７ ０．１５３ ０．０４１ ３．７４３ ∗∗∗ 成立

旅游获益感知 ＜－－－ 对旅游事件的依恋 ０．２５ ０．１５６ ０．０３６ ４．３６９ ∗∗∗ 成立

旅游成本感知 ＜－－－ 对旅游机构的信任 －０．２８３ －０．１８ ０．０３２ －５．６９４ ∗∗∗ 成立

旅游成本感知 ＜－－－ 文化整合 －０．２６ －０．１５９ ０．０３８ －４．２１８ ∗∗∗ 成立

旅游成本感知 ＜－－－ 对旅游事件的依恋 －０．２６ －０．１４７ ０．０３３ －４．４７ ∗∗∗ 成立

旅游获益感知 ＜－－－ 地方感 ０．１８４ ０．１５９ ０．０６９ ２．３１９ ０．０２ 成立

旅游成本感知 ＜－－－ 地方感 －０．１４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２ －１．７９４ ０．０７３ 不成立

旅游支持度 ＜－－－ 对旅游机构的信任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１ ０．０１９ ７．４８７ ∗∗∗ 成立

旅游支持度 ＜－－－ 文化整合 ０．２２ ０．１９６ ０．０２２ ９．０３４ ∗∗∗ 成立

旅游支持度 ＜－－－ 对旅游事件的依恋 ０．２０２ ０．１６６ ０．０１９ ８．８８６ ∗∗∗ 成立

旅游支持度 ＜－－－ 旅游获益感知 ０．２５７ ０．３４ ０．０３９ ８．８１９ ∗∗∗ 成立

旅游支持度 ＜－－－ 旅游成本感知 －０．２０１ －０．２９３ ０．０４ －７．３６６ ∗∗∗ 成立

旅游支持度 ＜－－－ 地方感 ０．１７６ ０．２０２ ０．０３８ ５．３４１ ∗∗∗ 成立

３．３　 外生潜变量相关性分析

对外生潜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对旅游机构的信任与文化整合（ ｒ ＝ ０．５６２，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相关；
对旅游机构的信任与对旅游活动的依恋（ ｒ＝ ０．６０５，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相关；对旅游机构的信任与对地方感

（ ｒ＝ ０．５７１，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相关；文化整合与对旅游活动的依恋（ ｒ＝ ０．５４５，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相关；文化

整合与对地方感（ ｒ＝ ０．７１１，Ｐ＜０．０５）具有显著正相关；对旅游活动的依恋与地方感（ ｒ ＝ ０．６６４，Ｐ＜０．０５）具有显

著正相关。
３．４　 模型修正

通过对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发现居民地方感对旅游成本感知的影响不显著。 因此，根据数据

结果对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高寒民族地区居民旅游支持度检验模型，如图 ５。
３．５　 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由下表可以得到，地方感、对旅游事件的依恋、文化整合、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对旅游支持度的总效应分别

是 ０．２５３、０．３１９、０．３３１、０．２８５，直接效应分别为 ０．１７６、０．２０２、０．２２、０．１５２；间接效应分别为 ０．０７６、０．１１７、０．１１１、
０．１３３，具体见表 ４。

表 ４　 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外生变量
内生变量

旅游成本感知 旅游获益感知 旅游支持度

总效应

地方感 －０．１４３ ０．１８４ ０．２５３

对旅游事件的依恋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３１９

文化整合 －０．２６ ０．２２７ ０．３３１

对旅游机构的信任 －０．２８３ ０．２９５ ０．２８５

直接效应

地方感 －０．１４３ ０．１８４ ０．１７６

对旅游事件的依恋 －０．２６ ０．２５ ０．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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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外生变量
内生变量

旅游成本感知 旅游获益感知 旅游支持度

文化整合 －０．２６ ０．２２７ ０．２２

对旅游机构的信任 －０．２８３ ０．２９５ ０．１５２

间接效应

地方感 ０ ０ ０．０７６

对旅游事件的依恋 ０ ０ ０．１１７

文化整合 ０ ０ ０．１１１

对旅游机构的信任 ０ ０ ０．１３３

图 ５　 模型修正

Ｆｉｇ．５　 Ｍｏｄｅｌ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４　 结论与讨论

辨明甘南藏族自治州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及其影响因素对该区旅游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主要分析

了居民对旅游机构的信任、文化整合、地方感以及居民对旅游事件的依恋是如何影响其旅游支持度的。 本文

证实了旅游收益与成本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 旅游收益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产生积极影响，旅游

成本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 ＳＥＴ，居民寻求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公平交换，他们对旅游活

动的支持取决于他们对其影响的评估［３７］。 如果收益超过成本，则他们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支持开展旅游活

动。 同时，本文也证实了居民对旅游机构的信任直接或间接影响居民旅游支持度。 居民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对

收益感知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旅游活动的成本感知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旅游活动的支持。 由

于可持续的社会交换是基于交换关系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当对旅游机构缺乏信任时，居民往往会怀疑

旅游机构的能力和善意，以减少旅游活动对当地社区的负面影响，其对旅游活动影响的态度更为消极，更不愿

意支持旅游活动［３８］。 另一方面，对旅游机构信任程度相对较高的居民更可能相信政府将代表他们制定未来

发展战略，以优化旅游活动的积极影响，从而使当地社区受益。 因此，更高层次的旅游机构信任会形成积极的

旅游收益感知和更有利的旅游支持度。
此外，本文也发现高寒民族地区文化整合是影响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关键因素，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

民旅游支持度。 其中，文化整合对旅游收益感知有显著正向作用，对旅游成本感知有显著负向作用，对旅游支

持度有显著正向作用。 同时，居民对旅游事件依恋会积极影响居民旅游收益及旅游支持度，同时对旅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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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负面影响。 居民对旅游活动的高度关注激励他们支持这一活动，从而引发更积极的情绪和感受［３９］。 此

外，较高的依恋会激励居民考虑旅游活动的精神功能价值，从而激发他们对活动的支持［４０］。
综上，本文针对高寒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特征、旅游季节性特征提出了基于文化整合、对旅游事件依恋、地

方感、对旅游机构信任为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但是影响旅游支持度的因素众多，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提

出了影响旅游支持度的因素，如何整合构建更为全面的假设模型并通过验证性分析识别出更加全面的旅游支

持度影响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外，目前国外旅游支持度研究更加关注居民个体尺度的影响因素，因此未来

可以重点探讨如居民一般自我效能、创业自我效能等个体因素对其旅游支持度的影响。
根据本文结果，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尽最大努力使旅游积极影响最大化，并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政府应

利用旅游活动作为催化剂，通过发展旅游业促进当地教育、卫生、社会融合和公民安全等领域的发展，提高本

地区的福祉水平。 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减少旅游活动的负面影响，重视居民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和旅

游事件依恋的积极作用，提升自身“公信力”。 通过加强旅游事件的有利属性，引起人们的关注；强化旅游事

件的社会使命和重要性，提高居民对当地旅游活动的认同感，并促进他们对旅游事件的依恋，从而获得居民对

开展旅游活动的坚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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